經濟科學的發展
　　第一節　現代經濟科學受古代思想的影響間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卻少。 

　　我們已經知道，經濟自由有它的歷史根源，但它基本上還是近代的產物；其次我們必須探究經濟科學的相應發展。現代社會條件是借助於希臘思想和羅馬法從早期亞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發展而來的；不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卻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論的直接影響。 
　　的確，現代經濟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導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礎上的那種工業體系和卑視工廠手工業與商業的哲學是同那些固執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們對於他們的手工業和商業如同對於參預管理國家政治一樣都是引以為榮的。這些頑強而粗野的人很可能從過去大思想家的那種哲學上的鍛煉和廣泛的興趣得到實惠，但是，事實上，他們卻大力著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現代經濟學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樸素性，同時對把財富當作目的而不當作維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見。它直接討論的大體是公共收入，租稅的收益和效果；在這一點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國的政治家們，都一樣地隨著商業的擴大和戰費的增加而愈來愈感到自己經濟問題的迫切和困難了。 
　　在歷代，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於盡力通過管理商業來使國家富強。他們主要關懷的一點是貴金屬的供給，而他們認為這種貴金屬，不論對個人或對國家，都是富的指標，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話。華斯哥·達·加馬和哥倫布在地理上的發現把商業問題在西歐各國從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關於貴金屬的重要性和獲得貴金屬供應的良方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足以決定戰爭與和平以及引起國家興亡的那種結盟的公共政策裁決者。有時，這類理論還大大地影響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遷棲。 
　　有關貴金屬貿易的種種條例只不過是許多條例之一，這些條例力圖以不同程度的細節和嚴密來為每個人規定他應該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他應該賺取什麼，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條頓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紀的早期給予習慣以一種非凡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它們從事應付那些在美洲貿易中發生的連續變化的趨勢時，影響了商人基爾特、地方當局和國家政府。在法國條頓人的這種偏向通過羅馬人的天才而轉化成制度，家長式的統治達到了頂點；科耳伯特的貿易條例已成為金科玉律。正當這個時候，經濟理論出現了，所謂重商主義體系顯露了頭角；貿易條例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實行著。 
　　隨著歲月的推移，產生了一種走向經濟自由的趨勢，反對新思潮的人們在他們方面徵引前代重商主義者作為根據。但他們體系中所含的那些規定和限制是當時的時代精神；他們力圖實現的許多變革都指向企業自由。和主張嚴禁貴金屬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們特別論證的是，在長期內凡能使本國金銀之輸入多於輸出的各種貿易都不應加以禁止。讓商人自由地經營企業國家是否蒙受迫害，通過對問題的這種提法，他們曾倡導了一種新的思潮；這就不知不覺地走向經濟自由，其中一方面由於時勢，他方面由於西歐之人心所向。這種節制貿易限制的運動一直繼續到十八世紀後半期，當時是這一理論成熟的時期，即如國家企圖以人為的規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賦的自由權相對抗，則社會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 

　　第二節　重農學派。亞當·斯密發展了自由貿易論，並認為價值論是使經濟科學成為一個統一體的核心。 

　　在廣泛的基礎上第一次有系統地建立經濟科學是由十八世紀中葉法國一群政治家和哲學家在路易十五的御醫魁奈醫生領導之下進行的。他們政策的基石是順從自然。 
　　他們是最初宣佈自由貿易主義學說為行動的一般原則的人，在這方面比起英國的先進作家達德利·諾斯爵士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們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語調和性質中，許多都預示著後代。不過他們的思路不清，而這又是當時科學家的共同特點，這種思路不清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才從自然科學中清除出去。他們把順從自然的倫理原則和因果規律混同起來，前者用的是祈使語氣，規定某些行動規律；而後者用的卻是陳述語氣，是由研究自然而為科學所發現的規律。由於這點以及其他理由，他們的論著很少有直接的價值。 
　　但它對現代經濟學的間接影響卻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們論證的清晰和邏輯上的一致使他們對後代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二，他們研究的主要動機，不在於增加商人的財富和充填國庫收入，像大多數他們的前輩那樣，而在於減輕因過度貧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墮落。這樣他們就給予經濟學以尋求有助於提高人類生活品行的現代目的。 

　　第三節　續前。 

　　在前進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經濟學所曾邁的最大的一步，並不是一個學派的著作，而是一個人的著作。亞當·斯密的確不是當時唯一偉大濟學家。在他著書立說的不久以前，休謨和斯圖亞特對經濟理論已作出很重要的貢獻，安德森和楊格發表了一些極其有價值的經濟研究。但亞當·斯密的討論範圍足以包括他當時英法同輩著作中的全部精華。雖然他無疑地從別人承襲了不少的東西，但是我們越拿他和他的前輩和後繼者相比較，我們覺得他越有才華，知識越淵博，判斷越公正。 
　　他在法國住過很長的時間，和重農主義者有過接觸；他鑽研過當時英國和法國的哲學，而他的通曉世事實際上是由於他的遠遊異鄉以及和蘇格蘭商人的親密往還。除這些有利的條件之外，還有他那非凡的觀察力、判斷力和推理力。結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輩有意見分歧的地方，他比他們差不多是更正確一些。而現在所知道的經濟學上的真理，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他所涉獵過的。因為他是頭一個就其各個主要社會方面論述財富的人，單憑這個理由，他也許有權被視作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開闢的領域太大，不能由一個人全部勘測完畢。有時他所看到的許多真理，而在另一個時候卻從他的視野消失。因此，引證他以確證許多錯誤是可能的；雖然在檢查以後，他總是向著真理邁進的。 
　　他用如此豐富的常識和淵博的實際商業知識發展了重農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致使得這一理論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貿易一般有害無益這一論證而揚名本國和外國。在舉出利己心會使商人個人為害社會的種種情況的例證的同時，他認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對公眾的服務差不多總比商人的企業心差些，而不論該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對這一理論的辯護給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數德國學者在談到斯密主義的時候主要指的是這一點。 
　　但畢竟這不是他的主要功績。他的主要功績在於他把當時英法學者和他的前輩關於價值的研究加以綜合和發展。說他在思想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是由於他首先對價值測量人類動機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學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測量買主獲得財富的欲望，另方面測量生產者所出的勞作和犧牲（或“實際生產成本”）。 
　　他所進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連他自己都不曉得，自然許多他的後繼者也沒有看出來。儘管如此，《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後的上乘經濟學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區刑，這種區別在於對用貨幣一方面衡量獲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產該物直接或間接所引起的種種勞作和自製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學者向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雖然很重要，但是他對它的發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實際上倡導了這種新見解。在這方面，不論他或他的前輩和後繼者都沒有發明一種學術上的新概念；他們只不過把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概念加以明確化。事實上不慣於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貨幣看作動機和幸福的比實際上更加精確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於他沒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經濟學上的用語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語專門些，現實性小些。但事實上它更加真實，因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慮到各種分歧和困難。 

　　第四節　對事實材料的研究並沒有為他的後輩所忽視，雖然他們中間有些人對演繹法持有偏見。 

　　在亞當·斯密的同輩和直接後繼者中，沒有人具有像他那樣廣闊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們都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各人都從事某類問題的研究，其中有些問題的研究出自個人的天稟，而有些問題卻源於當時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紀的晚期，主要的經濟著作是歷史和敍事的，論述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業區勞動階級的狀況。楊格繼續寫他那有名的旅行紀要，伊登著述貧民史，此書充作所有後來工業史家的基礎和範例；而馬爾薩斯通過對歷史的鑽研指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度中實際上決定人口增長的各種因素。 
　　但總的看來，在亞當·斯密的直接後繼者中最有影響的人物要算邊沁了。他在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對十九世紀初期新興的英國經濟學派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是一個頑強的邏輯學家，反對貿易方面的各種毫無理由的限制和規定；他嚴正地要求這些限制和規定提出足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來，而這種要求深受當時的支持。英國由於迅速地使自己適應各種新的經濟運動而稱雄世界，而中歐各國由於墨守陳規而不能利用它們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英國的商人多認為商業上的清規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國有所減少，正在減少，並且不久就要消失。邊沁的門徒們立即得出結論說，他們無須對習俗多所操心；對他們來說，根據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這一假設來討論人的行為的趨勢就夠了。 
　　因此，對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經濟學家經常提出的指責，即他們沒去仔細研究集體行為較諸個人行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是否不應給予較大的注意，此外，他們過分誇大了競爭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這些指責是相當公正的。至於他們的研究因有某種僵硬的概括甚至語氣刻薄而遭到損害的這種非難，也是不無小小理由的。這些缺點部分原因是由於邊沁的影響，部分原因是由於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於這一事實，即經濟學的研究又多操於那些人之手，他們的力量寄寓於幹勁而不是哲學思想。 

　　第五節　續前。 

　　政治家和商人們又熱中幹貨幣和對外貿易問題的研究了，他們所用的精力甚至比這些問題最初發生在中世紀末的那個巨大經濟變革的早期還要大些。他們同現實生活的接觸，他們的豐富經驗，以及他們的淵博知識，乍看起來似乎很可能使他們對人性作一廣泛的研究，並把他們的推理建立在廣闊的基礎之上。但是實際生活的薰陶往往使他們從個人經驗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結論。 
　　在他們所從事的領域中，他們的研究是極有價值的。因為貨幣理論正是經濟科學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對人類動機（除致富動機外）略而不論，亦殆無所害；李嘉圖所領導的那個有名的演繹法學派在這裏卻立於不敗之地。 
　　其次經濟學家們從事于對外貿易理論的研究，並清除了亞當·斯密在這方面所留下的許多缺點。經濟學中除了貨幣理論沒有其他部分更屬於純演繹推理的範圍。的確，對自由貿易政策的充分討論必須考慮到許多嚴格說來不是經濟學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對農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來說十分重要，但對英國卻關係很小。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英國在經濟事實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楊格、伊登和其他學者的統計研究由圖克、麥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繼承和發揮。雖然在他們的著作中似乎過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與其他資本家們有直接關係的事實，但對在英國經濟學家影響下所完成的議會關於工人階級狀況的大量調查研究卻不能這樣說。事實上，在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問世的官方與私人的統計資料和經濟史，堪稱為經濟學上有系統的歷史和統計研究的起點。 
　　不過他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它誠然是歷史的，但大部分卻不是“比較的”。休謨、亞當·斯密、楊格和其他學者雖曾受自己的直覺天才和孟德斯鳩的範例的指引，也偶爾比較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中的社會現象，並從中吸取教訓，但沒有一個掌握了對歷史按有系統的方案進行比較研究的觀念。因此，當時的學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認真的，能幹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卻是相當盲目的。他們把我們現在認為極其重要的大批材料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於利用他們所搜集的東西。當他們從搜集材料轉向一般推理的時候，這種狹隘性就更加露骨。 

　　第六節　但他們對人性決定於環境估計不足。社會主義者和生物學家的研究在這方面的影響。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現代著作的特點。 

　　為了論證的簡單，李嘉圖及其追隨者在他們的議論中往往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成不變的，他們對人的變異，從未大力研究。他們所最熟習的人是市民；而且有時由於表述的不慎，以致幾乎暗示其他的英國人和他們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 
　　他們懂得其他國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們自己的特點；但是，他們似乎認為這些差別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夠消除的，一旦其他民族學會英國人準備教給他們的那種較好的生活方式的話。這種想法曾使我們的律師把英國民法強加於印度人身上，使我們的經濟學家暗中根據世界是由市民構成的這一假設制定自己的理論。如討論的是貨幣和對外貿易，則它的為害不大，如討論的是不同工業階級之間的關係，卻使他們誤入歧途。它使他們把勞動說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觀點；不仔細斟酌他的情感、本能和習慣，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階級嫉妒和階級友情，他的缺乏知識和自由活動的機會。因此，他們認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現實生活中更加機械而規則的作用； 
　　他們所定下的利潤和工資的規律甚至在當時的英國也是站不住腳的。 
　　但他們的致命缺點是他們不懂得工業上的常規和制度是極易變動的。他們尤其不明白窮人的貧困是造成他們貧困的那種衰弱和勞動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他們沒有現代經濟學家所具有的那種對於大大改善工人階級狀況的可能性的信心。 
　　誠然社會主義者主張人的全面發展。但是他們的見解卻很少有歷史和科學研究的根據；同時由於表述的狂妄，這就引起當代嚴肅的經濟學家的卑視。社會主義者沒有研究過他們所攻擊的那些理論；也不難指出，他們不理解現存社會經濟組織的性質和效率。因此，經濟學家們不屑于認真檢驗他們的任何學說，尤其是他們關於人性的各種臆測。 
　　但是社會主義者的感情強烈；他們懂得經濟學家所未考慮的那些人類行為的潛在動機。在他們的狂文絕句之中，潛伏著銳敏的觀察和建設性的意見，其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有許多值得學習。他們的影響逐漸擴大，孔德得力於他們的幫助是很大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一生中的轉變，正如他在自傳中告訴我們的那樣，是由閱讀社會主義者的著作而來的。 

　　第七節　續前。 

　　當我們拿現代人對於財富分配這一重大問題的看法和十九世紀初期所流行的見解相比較的時候，我們發現，除開細節上的各種改變和推理上的科學精確性方面的改進以外，在對待問題上有了根本的轉變；因為以前的經濟學家的論證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變數，而現代經濟學家卻始終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個環境的產物這一事實。經濟學觀點的這種改變部分原因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變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們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個作家，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學者的直接影響；部分原因是由於自然科學中某些部門有類似改變的間接影響。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數理科學大有欣欣向榮之勢。這些科學雖彼此有所區別，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的研究對象在各個國家和各個時代中都是固定不變的。科學的進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學物件的發展卻是陌生的。隨著歲月的推移，生物學逐漸在進步，人們開始對動植物生長的性質有了較明確的概念。他們懂得如果科學的物件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則適用於某一階段的規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難適用於其他階段；科學規律必須同它們研究對象的發展有一個相應的發展。這種新觀念的影響逐漸擴展到人文科學；而在哥德、黑格爾、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顯現出來。 
　　最後，生物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它的各種發現，像早年物理學上的發現一樣，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倫理和歷史科學的語調有了顯著的改變。經濟學也參加到這個總的運動中來，對於人性的柔韌性以及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現行方法對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給予不斷增大的注意。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新趨勢的最初重要的跡象。 
　　穆勒的追隨者離開李嘉圖直接繼承者所採取的立場，向這個方向繼續前進；和機械因素相區別的人的因素在經濟學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當時在世的經濟學家，這種新的風氣彌漫於克利夫萊斯裏的歷史研究，白哲特，凱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學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傑文茲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綜合了各種絕大的優點而在經濟學史上取得了輝煌不滅的地位。 
　　一種新的社會責任觀到處流傳。在議會中，在報紙和講壇上，人道主義精神響徹雲霄。穆勒和追隨他的那些經濟學家促進了這一運動，反過來他們又從這個運動得到很大的啟發。一半由於這個原因，一半由於現代歷史科學的發展，他們對實際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廣泛而達觀。的確，有些早期經濟學家在歷史和統計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過者，亦不多見。但是他們從前無法知道的許多情況，現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麥卡洛克那樣深通商業又沒有他那淵博歷史知識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和現實材料的關係也能提出比他廣泛而明確的見解。 
　　在這方面他們曾得力於各種科學（包括歷史學在內）方法的普遍改進。 
　　從而，經濟學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現在比過去是更加精確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設的前提表述得比從前是更加謹嚴了。但是思想的縝密在它的運用中卻起了部分破壞作用；事實表明，一般理論在以前的許多運用現在是站不住腳了，因為以前沒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設以及在所討論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體可以作這樣的假設。因此，許多教條已被打破，這些教條僅僅因為它們表述得不謹嚴，所以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但是由於同樣的理由，它們充作那些以之武裝自己而進行鬥爭的衛道者（主要是資本家階級的）的武器庫。這種破壞作用乍看起來似乎貶低了經濟學上一般推理過程的價值，但結果適得其反。它為我們正在兢兢業業地建立的那種更新更強大的理論機器掃清了道路；它使我們有可能比那些最初著手解決經濟難題的能手巨匠對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進得更加穩健，科學性更大，教條主義氣習更少；而我們現在的坦途是由他們開拓的。 
　　這種變化也許可以看成是從經濟學方法發展的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過渡，在初級階段，對自然運轉的描摹照例是簡單的，為的是能使這些現象用簡易的語句表述出來，而在高級階段，對自然現象的研究卻更加仔細，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犧牲一定程度的簡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經濟學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長足的進步，並在步步都易引起敵對批判的這個世紀中所建立起來的陣地，比它那威望極高的時候還要鞏固。 
　　上面我們僅從英國的觀點考察了近來的發展。但英國的發展只不過是擴及西歐各國的這一廣泛運動的側面而已。 

　　第八節　續前。 

　　英國經濟學家在外國有許多信徒，也有許多批判者。法國學派從它那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那裏獲得了繼續的發展，並且避免了英國第二流經濟學家所常犯的特別是關於工資的許多錯誤和混亂。自從薩伊以來，它做了許多有用的工作。古爾諾是法國學派最有天才的建設性思想家；而傅立葉，聖西門，普魯東和路易·勃朗卻提出了許多最有價值和最狂妄的社會主義見解。 
　　近幾年以來，最大的有關的發展也許要算美國了。一世紀以前，“美國學派”被認為是由凱雷領導下的一群保護主義者組成的；但現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組成的新學派正在形成；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經濟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經濟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那種領導地位。 
　　經濟科學在它的兩個策源地荷蘭和義大利大有復蘇之勢。奧國經濟學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國極大的注意。 
　　但總的看來，近代大陸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工作是在德國。在承認亞當·斯密的領導地位的同時，德國經濟學家首先被他們所認為的那種島國偏狹性和李嘉圖學派的自信所激怒。他們尤其不滿的是英國自由貿易主義者所作的那種假設，即就一個像英國這樣的工業國家所確立的命題可以原封未動地搬到農業國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愛國熱忱推翻了這個假設，並指出，李嘉圖主義者很少考慮到自由貿易的間接效果。就英國而論，忽視了它們，也為害不大；因為它們基本上是有益的，並從而擴大了直接效果的影響。但是他指出，在德國尤其在美國，自由貿易的許多間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認為這種害處超過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許多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但有些卻是適用的；因為英國經濟學家不肯對它們進行耐心的討論，所以，為那些正確論點所感服的政客們，為了鼓動群眾，對那些不科學的但對工人階級具有較大感染力的論點的使用，也默不作聲。 
　　美國的工業家們把李斯特當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給他們所寫的一本通俗小冊子的廣泛流行，是他在美國的名望和有系統的闡述保護主義理論的開始。 
　　德國人喜歡說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學派對國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過低的估計；說他們有一方面為了自私的個人主義和另方面為了無力的博愛的世界主義而犧牲國民生活的傾向。他們認為李斯特在激起愛國主義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愛國主義的情感比個人主義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義的更加堅強確定。重農學派和英國經濟學家的世界主義感是否如德國人所想像的那樣強烈，是值得懷疑的。但近代德國政治史對德國經濟學家在國家主義方面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為侵略大軍所包圍的德國，只有借助于愛國熱忱才能存在。德國學者竭力主張（也許有些過分），利他主義感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方面的活動範圍比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關係方面還要狹隘。 
　　雖然德國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義的，但在他們的研究上卻是高尚國際主義的。在經濟史和通史的“比較”研究方面他們是領先的。他們羅列了各個國家和各個時代的社會工業現象，把它們作了這樣的整理，以便闡明各現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並對這些現象和可供參考的法學史結合起來加以研究。 
　　德國學派中少數成員的著作有誇張毛病，甚至對李嘉圖學派的理論持有小心跟兒的輕視態度，而這種理論的要義和目的連他們自己也不懂。這就引起了許多無味的激烈爭論。但這個學派的領導者幾乎都沒有這種偏狹心理。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釋經濟習慣和經濟制度的歷史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作出過高的估價，也許是困難的。它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們真實財富中的一項新的寶貴財富。它幾乎比任何其他東西都能擴大我們的眼界，提高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倫理生活和它所體現的那種神聖原則的演進。 
　　他們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歷史地探討科學上，集中在把科學應用在德國社會政治生活條件特別是德國官僚政治的經濟義務上。但是由於赫爾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導，他們曾進行了精闢的理論分析工作，這種分析豐富了我們的知識，同時他們也大大地擴大了經濟理論的範圍。 
　　德國思想也促進了對社會主義和國家職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極其徹底的大多數倡議即為了社會的利益而幾乎無償地徵用私有財產，正是來自德國學者，其中有些是猶太血統。的確，仔細研究以後，他們的著作不如初看起來那樣深刻和卓具創見。但是它從它那辯證法妙術和優異的風格，以及有時從那淵博而被歪曲了的歷史知識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以外，德國還有許多思想家，他們堅決認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現存形態缺乏歷史根據；並根據許多科學和哲學的理由要求重新考慮和個人相對的社會權利。德國人民的政治軍事制度，近來助長了他們那種比英國人依賴政府多依賴個人企業少的自然趨勢。在有關社會改良的各種問題上，英德兩國有許多值得互相學習。 
　　但是在當代的各種歷史知識和要求改良的熱潮中，經濟科學上一件困難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險。經濟學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嚴密的推理的趨勢。所謂科學的生物學觀的抬頭，有把經濟規律和經濟尺度的概念拋入幕後的傾向；仿佛這些概念太謹嚴死板，不適用於那種活的不斷變化的經濟有機體。但是生物學教導我們說，脊椎動物的機體是最發達的，現代經濟組織是有脊椎的；而討論它的科學也不應當是無脊椎的。它應當有使自己密切適應世界現實現象所需要的那種巧妙和敏感；但是它還必須具有一個仔細推理和分析的堅固脊椎支柱。
